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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商大学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

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

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

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

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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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反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巨大的减贫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优势”,中国反贫困探索为“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然而，受贫困自身演变规律的支配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后的贫困治理出现了新的变化：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动态贫困和长期贫困相互交织，脱贫攻坚成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受到了威胁，探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持续动力是一个迫切而又具现实意义的课题。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具

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能够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充分参与和支持反贫困实践
[1]
,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基于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

融合应用，在改进和提升扶贫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金融可得性、增进扶贫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成效显著[2,3]。

科学把握中国普惠金融数智化发展趋势，合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地区居民平等享受金融服务，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

低收入人口的金融获得能力，从“足额、便捷、便宜”全方位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真正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

满足农村产业规模扩大、一二三产业融合、市场需求拓展的金融需求，促进产业兴旺和农民增收，巩固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成

果，减缓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4]。本文从信贷可得性角度出发，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相对贫困水平

的影响路径和影响程度，并针对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相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和异质性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以期为我国各

地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 

借助数智技术融合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应用更广，为偏远地区的农村弱势群体提供更便利渠道进行金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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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使得农村地区居民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样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满足其生产资金需求，增强了农户和微弱经济主体市场参与

能力，有效提高了农户和微弱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收入水平[5,6]。最重要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和低社会成本居

民的创业影响更加显著
[7]
。因此，提出研究假说 H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减缓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与传统的金融业务模式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将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应用到普惠金融领域，能显著提

升金融资源的获得性，有效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使得过去难以享受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得以享受金融服

务的便利，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能力和水平，促进了金融机构财务可持续目标与服务农户和小微企业的

信贷需求双重绩效目标困境的解决[8,9]。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能够将更多的用户纳入金融服务体系

中，有效缓解农户和微弱经济主体等弱势群体面临的金融排斥[10],能够为更多亟需金融服务的居民提供服务，为农户和微弱经济

主体等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促使农户和微弱经济主体等弱势群体的收入来源多元化，进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降低相对贫困水平。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H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升金融服务覆盖广度，缓解“金融排斥”,促进机会均等，

增加发展机会的途径降低农村相对贫困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涵盖了数字金融服务的六个方面，农户和微弱经济主体能够获得支付、保险、信贷、货币基金服

务、投资和信用等各个层面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机构所拓展的服务场景有助于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

深度的提升还体现在农户和微弱经济主体等弱势群体对金融服务的利用程度。从最基础的支付功能到货币基金和信贷服务，农

户和微弱经济主体等弱势群体对这些功能利用程度越高，就越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提高资金

利用效率获得较高的收益，改善自身经济状况，这对于那些面临资金困难的农村地区居民而言尤为重要[11]。基于此，提出研究

假设 H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服务多样化和提高利用效率等途径降低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 

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是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发展的重要基础
[12]
。同时，金融大数据的处理和利用效率，在解决信息

不对称、提高风险识别效率和处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拓展交易可能性集合、推动交易去中介化等方面为金融机构展开普惠

金融服务提供了帮助[13,14],有效缓解了传统微型金融机构获客与风险评估成本高的问题，降低了金融机构运营成本、风险管理成

本和融资交易成本，拓展金融服务的范围和触达能力[15],为在偏远贫困农村地区开展普惠金融活动提供了持续动力。通过提高金

融服务的可得性和降低金融服务的获取成本，缩小了城乡差距，降低了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因此，提出研究假说 H4:数字

普惠金融通过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为农户提供更加便利，成本更低的金融服务，降低了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 

三、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由于农村致贫因素复杂，会受到其他非

金融因素影响，因而引入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lnsch),农村经济发展水平(lngdp),财政支农支出(gov)、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first)、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second)、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lnfix)、城镇化水平(city)以及对外开放水平(fdi)等 7个控

制变量。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相对贫困水平影响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en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相对贫困程度；ifi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lnsch、lngdp、gov、first、second、lnfix、city、fdi 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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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农支出、第一产业占 GDP的比重、第二产业占 GDP、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βi(i=1,2,…,9)

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采用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农村相对贫困水平的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公布的我国 2011-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2]。 

3.控制变量。 

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lnsch):人均受教育年限是最频繁用于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是一个地区人力资本的直接反映。

选用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指代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农村经济增长(lngdp)用农村人均 GDP来表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lnfix),用

于农业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更新了农业方面的机械设备，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从而达到增加收入、减缓贫困的效

果。产业结构水平使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占 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其中，第一产业占 GDP的比重(first)

反映了各省农林牧渔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农业对于本省份经济的重要程度。而第二产业占 GDP(second)的比重代表地区工业化程

度，反映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city)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随着地区内城镇化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而深度贫困的居民则仍滞留在农村，可能会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合理的城

镇化发展也会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形成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减缓农村地区的贫困水平。因此，城镇化发展对于农村地区贫困

水平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政府财政支农力度(gov)用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支出来表示。对外开放水平(fdi)则参考钱海章等

(2020)[10],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除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四、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基准回归模型(1),使用 OLS 回归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相对贫困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1 第(1)(2)列

所示，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对农村相对贫困水平产生影响。

考虑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相对贫困水平差异，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估

计，其中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1 第(3)(4)列所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如第(5)(6)列所示。根据表 1 可以发现，

在不同模型里，数字普惠金融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较大变化。Hausman 检验值为 22.12,显著地拒绝了随机效应

模型的假设，因此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根据表 1中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

估计系数为-0.021,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农村相对贫困水平，研究假说 H1 得到了验

证。 

表 1基准回归结果 

 
OLS F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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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ifi -0.040*** -0.042*** -0.044*** -0.021*** -0.043*** -0.031*** 

 
(0.0042) (0.0049) (0.0019) (0.0058) (0.0019) (0.0049) 

lnsch 
 

-0.143*** 
 

0.072 
 

0.048 

  
(0.0430) 

 
(0.0441) 

 
(0.0433) 

lngdp 
 

-0.011 
 

-0.044** 
 

-0.030** 

  
(0.0093) 

 
(0.0173) 

 
(0.0134) 

lnfix 
 

0.011*** 
 

-0.023** 
 

-0.011* 

  
(0.0035) 

 
(0.0105) 

 
(0.0062) 

first 
 

0.005
***
 

 
0.003 

 
0.004

**
 

  
(0.0009) 

 
(0.0022) 

 
(0.0015) 

second 
 

-0.001 
 

0.001* 
 

0.001 

  
(0.0005) 

 
(0.0008) 

 
(0.0007) 

gov 
 

-0.536*** 
 

0.038 
 

-0.162 

  
(0.1347) 

 
(0.1571) 

 
(0.1456) 

city 
 

-0.027 
 

-0.176 
 

-0.052 

  
(0.0231) 

 
(0.1425) 

 
(0.0538) 

fdi 
 

0.092*** 
 

-0.013 
 

0.008 

  
(0.0152) 

 
(0.0149) 

 
(0.0138) 

const 0.427*** 0.685*** 0.433*** 0.392*** 0.433*** 0.364*** 

 
(0.0087) (0.0995) (0.0039) (0.1257) (0.0100) (0.1016)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r2 0.271 0.541 0.701 0.751 
  

N 248.000 240.000 248.000 240.000 248.000 240.000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在固定效应模型中的估计结果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现阶段农村教育

水平的提高无法有效减缓农村地区相对贫困，主要原因是拥有较高学历的农村居民更加倾向于向城市迁移，由此导致农村人力

资本提高的减贫效应有所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负，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

能够抑制农村贫困水平上升。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现阶段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减贫效能并未凸显。

在产业结构指标中，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但不显著，且系数估计值较小，说明地区农业的发展并不能有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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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农村居民的贫困水平，反而农村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会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阻碍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下降。第二产

业占 GDP 的比重显著为正，但是系数估计值较小，说明产业结构并不是影响农村相对贫困水平的主要因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机械化生产水平的提高都能够有效降低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城

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实现城乡间的良性互动，无法有效带

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会扩大城乡之间差距，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对农村相对贫困水平

并无显著影响，可能是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并不高，外商资本的进入还无法有效降低农村贫困水平。 

(二)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分维度检验 

根据郭峰等(2020)的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是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衡发展的综合反映
[12]
。数字普惠

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可以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分别进行检验，以此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主

要机制。由于基准回归分析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为了保证结果的一致性，分维度检验同样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ifi1、ifi2、ifi3分别表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三个维度，回归结果如表 2第(1)(2)(3)列所

示。表 2第(1)列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ifi1)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表明覆盖广度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农村地区相对

贫困水平。利用移动通讯、网络等方式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保障农村地区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从而抑制

金融排斥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下降的重要机制。研究假说 H2 得到了验证。表 2 第(2)列的回归结

果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ifi2)的减贫效应还未显现，不能有效降低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这

可能与农村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不够有关，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利用。研究假设 H3

未被验证。 

表 2分维度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 

 
固定效应(1) 固定效应(2) 固定效应(3) 

ifi1 -0.0358*** 
  

 
(0.0068) 

  

ifi2 
 

-0.0048 
 

  
(0.0050) 

 

ifi3 
  

-0.0092
***
 

   
(0.0028) 

lnsch 0.0785* 0.0921* 0.0005 

 
(0.0428) (0.0476) (0.0508) 

lngdp -0.0233 -0.0702
***
 -0.0511

***
 

 
(0.0173) (0.0160) (0.0166) 

lnfix -0.0208** -0.0274** -0.0178 

 
(0.0100) (0.0106) (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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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0.0006 0.0055*** 0.0047** 

 
(0.0022) (0.0021) (0.0020) 

second 0.0006 0.0026*** 0.0019*** 

 
(0.0008) (0.0007) (0.0007) 

gov 0.0466 0.0186 0.0224 

 
(0.1502) (0.1598) (0.1561) 

city -0.1004 -0.2664* -0.2674* 

 
(0.1394) (0.1465) (0.1401) 

fdi -0.0043 -0.0279* -0.0228 

 
(0.0146) (0.0151) (0.0144) 

const 0.6045
***
 0.9844

***
 0.9853

***
 

 
(0.1692) (0.1707) (0.1537) 

r2 0.7624 0.7307 0.7428 

N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表 2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ifi3)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说明数字化程度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农

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与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相结合的金融科技创新在提高普惠金融的便捷性和可得性的同时，降低了金融服务

的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发挥的重要机制。研究假设 H4得到了验证。 

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以及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机制，促进金融服务在农村地

区机会均等化，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现象，拓宽农户获取生产生活资金的渠道，满足农村产业规模扩大、一二三产业融合、

市场需求拓展的金融需求，带动和帮助农户发展生产和增收致富，降低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同时，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使用

深度不够，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这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有效性。 

(三)异质性分析：分地区的估计结果 

虽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取得了较快发展，但由于各地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

较大差距，可能会导致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相对贫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按照前人经验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实际

情况，将我国 31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水平的相关关

系，分区域回归的结果如表 3所示。 

在表 3 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标的系数估计值在三个区域的回归结果均为负，但只有东部地区比较显著，而中西部地区不显

著，说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异质性，经济发达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数字普

惠金融减贫的作用就越发地凸显；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

仍未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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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分地区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ifi -0.0218** -0.0042 -0.0009 

 
(0.0096) (0.0121) (0.0192) 

lnsch 0.0664 0.0873 0.0568 

 
(0.0735) (0.0883) (0.0735) 

lngdp -0.0132 -0.1481*** -0.0386 

 
(0.0291) (0.0430) (0.0540) 

lnfix 0.0026 -0.0290 -0.0877*** 

 
(0.0173) (0.0179) (0.0236) 

first 0.0017 0.0127*** 0.0008 

 
(0.0058) (0.0038) (0.0054) 

second 0.0018 0.0020 0.0011 

 
(0.0018) (0.0013) (0.0015) 

gov 0.2638 -0.4889* 0.1771 

 
(0.4545) (0.2577) (0.2475) 

city -0.1618 0.2736 -0.7500** 

 
(0.2199) (0.2672) (0.3302) 

fdi -0.0190 0.0300 0.0301 

 
(0.0202) (0.0631) (0.0483) 

const 0.2632 0.0596 1.0121
***
 

 
(0.2248) (0.2565) (0.2751) 

r2 0.6557 0.8861 0.8116 

N 88 64 88 

 

数字普惠金融的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地区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其减贫效果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则对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下降的作用就

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好，则金融普惠性越强，就越能保证有金融需求的农村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支持的机会，保证金融的

机会公平。同时，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不仅弥补了偏远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普惠金融获取难度较大的问题，



 

 8 

使得农户更加便利地获得普惠金融支持。而数字化程度提高带来的庞大信息流，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加完整和及时的信息，缓

解了金融机构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金融机构在实施普惠金融时面临的各种风险，保证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

可持续性，实现金融机构和客户的“双赢”。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效果也受到了地区相对贫困水平影响，当地区内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相对贫困水平较高，且下降趋势较为平缓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发挥其包容性作用，缓解传统金融

行业存在的金融排斥问题，更好地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金融资源支持，从而保证了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的金融公平，推动农户脱

贫增收。当地区相对贫困水平较低，且相对贫困水平下降趋势较快时，城乡之间差距较小。城乡之间发展形成良性互动，非数

字普惠金融因素发展更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地区的贫困水平，此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就难以凸显。正如表 3 地区异质性回

归结果所示，在西部地区的回归模型中，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

有效降低了农村地区贫困水平，而这种效应在其他地区并不存在。同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也推动了农村贫困水平下降，但中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不能有效降低农村相对贫困。 

(四)稳健性分析 

1.内生性问题讨论。 

考虑农村贫困水平的变化具有一定惯性，即过去的恩格尔系数可能会影响到当前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因此，在基准回归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一阶滞后项，将其扩展成动态面板模型。由于滞后项的引入能够解决基准回归模型中

未曾考虑到的可能影响农村贫困水平的其他因素，进而降低计量模型的设定偏误，但也会为模型带来内生性问题。此时 OLS 可

能会由于不满足严格外生性假设，导致估计结果出现一定的系统性偏误。针对滞后项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一阶差分 GMM 和

系统 GMM模型进行内生性问题探讨，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中第(1)(2)列表示采用差分 GMM 的估计结果，第(3)(4)列表示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在使用 GMM 模型估计时，首先用

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进行回归，然后加入控制变量进行系数估计。其中：Sargan 统计量用来检验模型的过

度识别假设，用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表 4 中四个模型的 Sargan 检验值都在 10%显著性水平

上不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采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同时，使用 AR(1)统计量和 AR(2)统计量对系统 GMM扰动项的差分项进行

自相关性检验。表 4中所有模型的结果都显著地拒绝不存在一阶相关性假设，但无法拒绝不存在二阶相关性假设，GMM模型的设

定是合理的。 

从表 4GMM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差分 GMM还是系统 GMM,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都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仍然显著为

负。同时，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显著为正，表明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会对滞后一期的农村贫困水平产生显著

影响。 

表 4基于 GMM的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差分 GMM 系统 GMM 

(1) (2) (3) (4) 

eni,t-1 0.4665*** 0.3238*** 0.6714*** 0.4469*** 

 
(0.0507) (0.0493) (0.0239) (0.0335) 

ifi -0.0233*** -0.0164*** -0.0134*** -0.0203*** 

 
(0.0036) (0.0053) (0.0017) (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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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sch 
 

0.0542*** 
 

0.0578*** 

  
(0.0203) 

 
(0.0101) 

lngdp 
 

-0.0040 
 

0.0265** 

  
(0.0141) 

 
(0.0119) 

lnfix 
 

-0.0237** 
 

-0.0032 

  
(0.0121) 

 
(0.0073) 

first 
 

0.0013 
 

-0.0053*** 

  
(0.0018) 

 
(0.0013) 

second 
 

0.0016*** 
 

0.0014*** 

  
(0.0006) 

 
(0.0003) 

gov 
 

0.1384
*
 

 
0.2374

***
 

  
(0.0832) 

 
(0.0498) 

city 
 

-0.1295 
 

-0.2456** 

  
(0.1596) 

 
(0.1086) 

fdi 
 

-0.0207* 
 

-0.0044 

  
(0.0121) 

 
(0.0074) 

const 0.2187*** 0.2549*** 0.1271*** 0.2178*** 

 
(0.0259) (0.0880) (0.0125) (0.0532)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 186.0000 180.0000 217.0000 210.0000 

AR(1) -2.6919 -2.5786 -2.6091 -2.6548 

p值 0.0071 0.0099 0.0091 0.0079 

AR(2) 0.22986 0.07886 -0.16143 0.43806 

p值 0.8182 0.9371 0.8718 0.6613 

Sargan统计量 15.07161 19.06924 14.77518 20.60299 

p值 0.1295 0.0394 0.5412 0.1943 

 

基于 GMM 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内生性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可控范

围之内，并不会影响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农村地区贫困水平下降这一重要结论，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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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重差分法。 

相较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东部地区受

到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影响更深，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政策效应差异为本文创造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参考钱海章等(2020)

的做法，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相对贫困减缓的政策效应[10]。双重差分模型为： 

 

其中，i 代表地区，t 代表年份，en 表示农村贫困水平，treat 为地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为 1,中西部地区为 0),post 为时

间虚拟变量(2016年数字普惠金融理念正式提出以前为 0,2016年以后为 1);lnsch、lngdp、lnfix、first、second、gov、city、

fdi分别表示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第一产业占 GDP的比重、第二产业占 GDP、财

政支农支出、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γi(i=1,2,…,11)为待估参数，若 γi估计结果的正负性以及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模

型结果并无显著差异，则证明基准回归模型所得结果具有稳健性；εit为随机扰动项。 

式(2)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5 第(1)列所示，γ1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的确能有效降低农

村相对贫困水平。对比系数估计结果，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模型相比，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这不仅证明了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同时也印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结果。 

3.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为了有效消除指数趋势，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取对数值(lnifi),回归结果见表 5第(2)列。 

4.剔除直辖市。 

将总样本分为直辖市和其他省份，去掉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5第(3)列所示。 

5.缩尾后进行回归。 

为了剔除数据的极端值所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对于解释变量进行 1%的水平的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5第(4)列所示。 

从上述五种不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不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所得结论均无明显变化，充分印证了研究结论

是稳健可靠的。 

表 5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 

 
(1)DID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3)剔除直辖市 (4)缩尾 

treat×post -0.0237
*
 

   

 
(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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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 
  

-0.0212** -0.0213*** 

   
(0.0086) (0.0058) 

lnifi 
 

-0.0390*** 
  

  
(0.0060) 

  

post -0.0230** 
   

 
(0.0096) 

   

treat 0.0399 
   

 
(0.0243) 

   

lnsch -0.0456 -0.1093** 0.0875 0.0716 

 
(0.1035) (0.0448) (0.0539) (0.0441) 

lngdp -0.0480
**
 -0.0164

*
 -0.0631

**
 -0.0440

**
 

 
(0.0194) (0.0099) (0.0273) (0.0173) 

lnfix 0.0023 0.0076** -0.0256** -0.0233** 

 
(0.0071) (0.0036) (0.0123) (0.0105) 

first 0.0083*** 0.0058*** 0.0042 0.0031 

 
(0.0014) (0.0009) (0.0027) (0.0022) 

second 0.0013 0.0001 0.0018* 0.0015* 

 
(0.0008) (0.0005) (0.0009) (0.0008) 

gov -0.4637 -0.6110*** 0.0412 0.0381 

 
(0.2828) (0.1414) (0.1663) (0.1571) 

city -0.0590 -0.0344 -0.0399 -0.1759 

 
(0.0649) (0.0243) (0.1626) (0.1425) 

fdi 0.0654** 0.0786*** -0.0007 -0.0131 

 
(0.0307) (0.0159) (0.0172) (0.0149) 

const 0.3697 0.5518
***
 0.2772

*
 0.3920

***
 

 
(0.2590) (0.1013) (0.1597) (0.1257) 

R2 0.5053 0.4896 0.7593 0.7505 

N 240 240 208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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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当前，中国反贫困事业迈入以治理多维相对贫困为重点的新阶段。基于我国 2011-2018年 31个省份数据评估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对我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得到了以下有益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降低农村

地区相对贫困水平，存在着减贫效应。分维度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覆盖广度的提升所带来的金融服务机会均等化和数字化水

平提高所导致的金融服务成本下降是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重要机制。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农村地区的

金融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使得使用深度增加的减贫效应还未凸显。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也会受到地区相对贫困

程度影响，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较高，并且下降趋势平缓，则越能凸显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特征，有效地激发数字普惠金

融的减贫效应。而当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水平较低，且下降速度较快时，非数字普惠金融因素能够更加有效地影响农村地区的贫

困水平。 

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模式推动我国贫困水平的降低，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积极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多地

支持有需要的农村弱势群体，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二是要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力突破普惠金融难以深入广大

偏远地区的难题。利用数字化的技术以扩大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要

作用。三是加强对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教育扶持，注重对金融知识和互联网知识普及教育，根据人群特点对低收入群体和中老

年群体开展数字金融技能的区别培训，提高其金融素养，加深对于金融服务的使用深度和利用效率。从供求双方协同发力，缓

解金融排斥难题，有效地推动数字金融服务贫困治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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